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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九四九故事: 
中國 青 年 黨 遷 台 與 我 家 的 遭 遇 

 
 

劉 成 均 

 

1949 年前後, 兩百多萬軍民隨國府遷居台灣。 他們當中有很多是單身赴台

, 其餘的也大都有親人留在大陸。 兩岸分治後, 不少美滿的家庭被活活拆

散.生離死別之中, 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發生在身歷劇變的這兩百多萬軍民

身上。 我在此寫下中國青年黨中央黨部在 1949 年年底遷往台灣的經過及因

此而造成對我家的一些重大的衝擊。 海峽兩岸分治迄今己六十多年, 願此

文能成為一個小人物對這中華民族歷史上重大事件的見証, 也願用此文追念

我所親愛的父母親。 

 

中國青年黨以國家主義,全民政治為宗旨,於 1923 年 12 月 2 日成立於法國巴

黎。 青年黨和民國初年的學術社會團體少年中國學會有密切的關係。 創黨

初期之青年黨黨員包括曾慕韓(琦),李璜,左舜生,張夢九,劉泗英,陳啟天,余

家菊等皆是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 少年中國學會以“發展科學,服務社會,

以建立少年中國”為其宗旨,並發行“少年中國雜誌”廣為宣傳。 後來因為

會員間政治理念不同而導致學會解散。 少年中國學會自成立到解散不過短

短的幾年, 會員人數也只有 100 多人。 但是少年中國學會對中國近現代史

的影響很大。 早期中共人士,包括李大釗,張聞天, 毛澤東,惲代英等.也曾

經加入過少年中國學會。 隨後的歲月中,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為了政治理念不

同而鬥爭。 不過少年時候那種純潔的友情及共同擁有的那一個建立少年中

國的理想,則多多少少一直保存在會員們心中 (附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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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1967 年少年中國學會會員聚於台北。後排左起湯元吉,劉泗英,沈怡,方東美;前

排左起余家菊, 陳啓天, 張夢九, 左舜生, 雷寳華 
 

   

 

中國青年黨反對共產主義,反對一黨專政。 因此由巴黎遷回國內後就受到共

產黨和國民黨兩黨夾擊,只能以“國家主義青年團”的名義祕密發展， 創黨

初期的黨員多任教於各大專院校,所以發展的對象是以這些院校的學生為

主。 1937 年抗日戰爭開始, 左舜生代表該黨和蔣介石商談並簽署共同抗日

聲明。 此後即正式以中國青年黨名義公開活動,並在社會各階層廣召黨員,

擴大組織。 

 

抗戰勝利後國府在陪都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還都南京後,國府即根據協

商達成的決議進行制憲,行憲,以求還政於民。 在這些事情上青年黨皆積極

參與.並有很多黨員獲選進入第一屆國民大會和立監兩院。 1947 年 5 月國

府組成聯合內閣,並由青年黨黨員陳啟天和左舜生分掌經濟,農林兩部。 此

時,青年黨巳成為國共兩黨之外的第三大黨。 但好景不常,國共內戰隨即全

面開打,戰火自關外一直燃燒到華南,華西。 八年抗戰後,歷經刼難的小老百

姓昐望在廢墟中重建家園的美夢被這殘忍的現實完全粉碎。 內戰中節節敗

退的中華民國政府也終於在 1949 年年底撤離大陸,退守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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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識份子為主的青年黨,其中央黨部是如何遷至台灣的這一段經過,可能知

者不多。 最近讀到楊伯安所著“風雨八十年”一書。 楊伯安在抗戰前就讀

清華大學時加入青年黨,並曾在清華畢業後擔任青年黨北平(京)市黨部主任

委員。 他的夫人王文濤女士畢業於燕京大學,也是青年黨黨員。 在“風雨

八十年”一書中,楊伯安記載了他以青年黨中央委員和制憲國民大會代表的

身份,和夫人在國共內戰期間跟隨青年黨中央黨部由南京,而廣州.而重慶的

經過。 書中對於他們到重慶後,以至於來到台灣的一段經歷,更有生動的描

敘。 

  

1949 年 8 月, 楊伯安和家人到了重慶。 由先父劉泗英介紹他到設於江津縣

的省立四川中學教英文。 對於其後發生的事,“風雨八十年”一書中有如下

的記載:  

 

十一月底,我在四川中學接到文濤的快信,叫我立刻回去。我趕回黨部, 秘書長王

嵐僧同志,巳經準備宣布緊急措施了。他說:“現在本黨巳經形同解散,沒有黨部了.

今天下午, 我就要跟顧祝同將軍走,重慶危急, 你們各尋生路去吧”. 這幾句話,

說得在場同志,面面相覷。青年黨就這樣完了嗎? 正在你一言我一語長吁短嘆的時

候,忽然劉泗英同志闖進來,他巳向西南毛織廠廠長沈亞尼同志借來運貨大卡車,並

巳貼了省政府通行證, 大叫大家趕快上車, 逃往成都。    

 

這裏還有一件極為感人的故事,使我至今不能淡忘。那是泗英同志在此次撤退中,

又一次表現的勇於負責,勇於助人的義行。車到沱江,江上沒有橋,全憑幾隻渡船往

來接運。本來我們的一大一小兩部汽車,已經看到江邊,不須多久,就可以過去了。

但是,泗英先生看見後面那無窮無盡的車輛,只靠這幾隻船,不要過上幾天幾夜? 他

為別人急了。當時天還下著不小的雨,他顧不得天雨路滑,一個人跑到內江縣政府,

以省政府委員身份,請縣長即刻多徵船隻,幫助接運。等他撐著雨傘,坐著滑竿回來

後,江上也增加了不少渡船。 

 

到了成都我和家人借住在張伯倫同志家。第二天到泗英同志家打聽消息。據說政

府原想再遷西昌,現在已經決定完全撤出大陸,退守台灣。 大家都急得如熱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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螞蟻,仿彿到了世界末日。其實,對我們這些囊空如洗的外省同志而言,真是到了世

界末日。能跑的路都跑完了,除了會飛,只剩死路一條。 

 

第三天上午.我們又去劉府,泗英同志不在家。文濤想乘閒出城走走, 去看看響往

已久的武侯祠或者杜甫草堂遺址。我說:“不能出城!我似乎有預感,我總覺得這幾

天會有意外的好消息。還是回伯倫家去等著吧。” 將近黃昏,忽然有人來找伯倫和

我到劉府集會。到了青石橋劉府,果然好消息來了,台灣已派來飛機,撤退在成都的

政府官員和國,青,民三黨的黨務人員。分配給青年黨的票不多,所以經祕書長決定

,以滯留此地的中央委員為限。 

 

我一聽,糟了,我是中央委員而文濤不是。我即刻跑到伯倫家,把詳情告訴文濤。她

說:“能全家一起走,自然最好;即使不能,你也要走。只要你能逃出去,即使是永別

,也比我眼睜睜看著你被殺害好過些。”她忙著給我收拾兩件簡單行李,一同趕到

劉府。泗英先生正在客廳,開口就問: “你們夫妻倆,怎麼只帶這點點東面?”文濤

說:”我不是中委,不能走,是來送他的。”只聽裹邊傳來余家菊先生的聲音說:”

甚麼中委不中委,你不走怎麼辦?快去拿東西!”我說: “我們還有兩個小女孩。”

他說:”一起帶來。” 泗英先生說:“快走, 快去快來!一過九點鐘, 各街口的柵

欄一關, 就不能通行了。”  

 

趕回劉府,還不到九點鐘。 這時侯客廳裹己經聚了不少人。有等待上飛機的中委,

也有省黨部的同志想候缺同走的。 1949 年 12 月 6 日黎明,一部卡車,駛進新津機

場,我們登上飛機,從此離開了錦繡大陸。   

  

楊伯安這一段回憶對青年黨中央黨部遷台經過作了生動的描敘。 讀後,我深

深地為他和他的家人能逃離戰火籠罩下的成都而慶幸。 不過,我還想作些補

充。 因為在那段往事的背後,有一個小男孩,也就是我。 六十年過去了, 

1949 年年底青年黨中央黨部自成都遷往台北這一件事就中國近代史來說或

許並不重要,但是對我和我家來說則是一件極其重要的往事,我有許多話要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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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1949 故事要從 1945 年第 2次中日戰爭結束說起。那時中華民國經過 8

年浴血苦戰取得勝利,並成為世界五大強國之一。次年國府自陪都重慶還都

南京,我們一家隨後也由重慶遷到上海(附圖 2)。那時父親擔任經濟部次長

兼全國纺織調節委員會主任委員,經常奔波於上海,南京之間。後來內戰情勢

逆轉。 如何保有西南一隅又成各界關注的焦點。青年黨中央决定由父親回

到四川,協助政府進行政治革新,組訓民眾,以穩定大後方。正好那時國府要

擴大聯合政府體制從中央到各省,並邀請青年黨參加省政府。因此家父接受

了行政院任命擔任四川省政府委員兼訴願委員會主任委員。我們一家隨即在

1948 年由上海遷回四川成都, 並住在青石橋四川省政府附近一座租來的房

屋。 

 

附圖 (2) 1946 年全家福攝於重慶. 筆者坐於父母親中间.其時幼妹猶未出生 

 

 

 

父母親生養了我們九個兒女。父親在 1949 年年底赴台時沒有帶走一位家人;

包括我，也是他寵愛的么兒在內。他當時帶走的只是一本家譜和多封尚待回

覆的信件。多年後,父親將家譜重印了多份分給各地的子女。至於那些信件

則裱印成冊交由我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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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多年後告許我,成都撤守前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身份派人來我家並交給

父親一批飛機票。 蔣介石要父親盡力安排滯留成都的青年黨中央委員和其

他重要幹部赴台。 蔣介石深知在政府撤往台灣後必須要維持法統和多黨政

治架構。 父親當時接受此一任務時所面臨的情况是機位有限但要撤離的人

多,而且大家都不忍心拋棄家人單身赴台。 父親和母親商量後作了一個非常

困難的决定: 父親率青年黨中央黨部赴台灣,而母親和九個子女都留在即將

淪陷的成都。 

 

1949 年年底青年黨遷台後,父親擔任中央黨部祕書長。 蔣介石在台恢復總

统職位後聘父親為總统府國策顧問。 在那段日子,政府常安排父親和訪台的

外國友人見面晤談,以彰顯朝野一致抵抗中共的決心。 後來並邀請父親擔任

中華民國代表團顧問,参與在台北舉行的中日合約談判。 因為日本方面的堅

持,中華民國的代表團除了外交部長葉公超以外全是以顧問身份參與合約談

判。 中華民國雖然是戰勝國, 但中央政府巳失去大陸的管轄權,退往台灣一

隅。 以至在談判中,中華民國並沒有能發揮戰勝國應有的優勢, 談判過程充

滿艱辛。 父親多年後回憶當時情形仍不禁嘆息:“八年艱苦抗戰, 結果是日

本慘敗而中國慘勝” 。 20 年後, 日本單方面廢止與中華民國簽訂的合約, 

重新和中共在北京談判。 令人不解的是, 中共和日本在 1972 年所簽訂的新

合約, 其內容若與台北合約比較,對整個中華民族而言並沒有更為有利。 

 

國府在遷台初期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青年黨,民社黨這兩個小政黨和國民黨

通力合作,維持多黨政治架構。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因此能在島內外以自

由民主為號召。 這對於穩定當時危局,讓中華民國政府能渡過那一段艱困的

日子,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 當時青年黨在台灣的中央黨部及地方黨部人材

濟濟。 除了來自大陸各地的黨員外,更有包括李萬居,郭雨新,黃順興,蘇洪

月嬌在內的許多本省籍菁英。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8%87%E6%B4%AA%E6%9C%88%E5%AC%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8%87%E6%B4%AA%E6%9C%88%E5%AC%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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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成都未能撤離的青年黨人士大多遭遇悲慘。 解放軍進入成都後展開“

鎮壓反革命運動”。 很多未能逃離的國民政府黨,政,軍人士被捕, 甚至喪

生。 這其中包括了很多青年黨黨員。 這裡只提發生在一位青年黨黨員伍道

遠身上的事。  

 

伍道遠在國軍撤走後, 組織游擊隊和解放軍對抗。 並曾不顧自身安危拯救

羅列將軍。羅列原是胡宗南部隊的参謀長, 参與了國共內戰最後一戰的西昌

戰役。 西昌撤守之際,羅列統率了長官部一部份的官兵和部隊在後擔任掩護, 

奮力抵擋解放軍的攻擊。 最後彈盡援絕,全軍覆沒。 當時伍道遠和他帶領

的反共游擊隊仍活躍於川康邊界的叢山峻嶺中。 伍道遠在難民群中找到了

身負重傷的羅列。 將他救出療傷,並一同繼續和解放軍對抗。 後來伍道遠

被俘,遇難。 他在遇難前囑託妻子設法幫助羅列逃出。 羅列到達台灣後,即

前往青年黨中央黨部告訴家父他和伍道遠一同從事遊擊戰,以及伍道遠於

1950 年 11 月被中共處死的前後情形。 他並致上對青年黨的感謝。 在台灣

羅列將軍曾擔任軍團司令和陸軍總司令等重要軍職。 後來羅列曾撰寫一文

詳細敘說其中經過及伍道遠的義行。 該文發表在傳記文學雜誌 1963 年出版

的第 52 期上。  

 

由於很多內在和外在的複雜因素,青年黨沒有能在台灣成為一個有力的反對

黨。 1951 年 5 月 7 曰青年黨的精神領袖黨主席曾慕韓病逝美京華盛頓。 

在台北的追悼會召開後的次日,就有部份黨內同志以革新為名另成立中央黨

部。自此,在台灣的青年黨就陷入長期分裂的局面。 那時父親身歷和家人離

散之苦,又面臨黨的分裂之痛。失望之餘, 他未再積極參與黨務。 不過對於

昔日患難與共的同志,不論是那一個派系,他都一直保持良好的友誼,時相往

還。  

 

現在再回頭看看淪陷在成都的家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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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淪陷後,中共堅持將父親名字留在我家的戶口簿上,並加註“巳逃台灣” 

幾個字。 就這樣,母親和我們子女都成了“反革命份子家屬” 。 那時候九

個兄弟姐妹都還需要仰賴家中照顧,最年長的大姐也還只是四川大學的學生

。 雖然父親在教育界,金融界,和政界工作多年,但家中從未有多的積蓄。 

一旦沒有薪水,很快就生活無著。 我還記得當時陪着母親佇立在寒風中成都

街頭的情景。 那時候街上有很多人在變賣舊物。 母親也擺上地攤,出售衣

物和家中用品來換取生活費。 我最不能忘懷的是眼看著有人付了錢拿走了

一件小孩毛大衣, 那是一個多月前父母親給我的 7歲生日禮物。 

 

當時母親要承受的還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壓力。 母親多年在家照顧子女,未曾

在外工作。 因此中共沒有將她列入“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鎮壓的對象。

不過她多次被強迫參加公審大會, 親眼看到一些青年黨幹部及親友遭受公審

,有些並當場處決。 在那段日子裡,母親情緒大受打擊,曾萌發輕生的念頭。 

不過看到身邊的子女, 她知道她必須挑起重擔,堅強的活下去。 

 

中共政權成立之初,各級政府皆容納了一些親共的黨外人士。 成都市副市長

一職當時就是由著作“死水微瀾”的名作家李劼人出任。 李劼人是少年中

國學會的會員,也是家父的好友。 母親在走頭無路的情形下,去求見他。 李

劼人當即表示願意全力幫助。 他向母親說,“你原是江浙人,還是帶了子女

去上海比較妥當” 。 後來他為我們一家安排路條,並致送到重慶的旅費。 

他還建議母親到了重慶後去找民生輪船公司的盧作孚。 

 

盧作孚也是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 他和家父早年曾一同任教於成都的西南

公學,彼此情誼深厚。 後來盧作孚創設了民生輪船公司並立志打破西方強權

壟斷長江航運的局面。 民生公司是從幾條小船起家。 後來規模日漸擴大, 

船隻數目和客貨量都超越了外資公司。 抗戰初期,民生公司的船隊在盧作孚

親自指揮下搶運沿海地區的戰略物資,工廠設備入川。 這項成就被譽為“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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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敦克爾克大撤退”。 抗戰勝利後民生公司已是一個擁有近百艘大小輪船

的大企業,公司業務也遍及長江及沿海各港埠。 1949 年年底,盧作孚巳到了

香港,也有前往台灣的打算。 但是他捨不得辛苦經營多年的事業和須他照顧

的員工,在中共全力遊說之下,他回到重慶主持民生公司.  

 

母親在 1951 年夏天帶著我們子女離開了成都。 到了重慶後,母親即去民生

公司訪盧作孚。 盧作孚親切接見母親。 晤談後,立即安排我們全家搭乘到

上海的“烏江號”貨輪。 自重慶順流而下的 7天航程中我們全家受到船員

們很好的照顧。 我現在還記得無意中聽到船員們在聊天。 有人說:“這一

家子是青年黨劉泗英的眷屬,要好生照顧” 。 父親早年自海外學成歸國後

就返回家鄉服務,重慶市頗具影響力的報紙 –新蜀報, 就是父親和少年中國

學會會友陳愚生在 1921 年創辦。 父親並擔任新蜀報第 1任總編輯。 直到

1949 年年底赴台為止, 父親的事業中心都是在四川。 由於樂於助人,他和

家鄉各界人士相處融洽。 也因為如此,我們家人在陷入困境時能得到他人的

幫助。 在此我想要提到, 盧作孚在中共统治下經營民生公司並不順利。 更

不幸的是他在後來的“三反,五反運動”中受到寃屈。 他不堪受辱,於 1952

年 2 月 8 日在重慶自宅內自殺身亡。 

 

1951 年抵達上海後我們一家人就住在亭子間和閣樓两個小房間,日子過得很

辛苦。 即使如此,母親仍盡力讓我們子女繼續學業。 我先後完成了在江灣

路小學及新滬中學初一的學業。 在學校裡我努力求學,和老師同學們相處得

很好。 在江灣路小學時.老師曾派我參加校外的演講比賽,也派我代表學校

參加上海市虹口區兒童合唱團, 我並在合唱團第一次練唱時被選為團長。 

不過那些年裡, 我和家人因成份不好都承受很大的壓力。 出身於反革命份

子家庭這件事, 在那段歲月裡就像一片烏雲常籠罩在我的頭上。 偶然也會

有成份好的同學,在爭吵時會用不屑的口氣對我說,“也不想想你爸爸是幹甚

麽的,還敢和我爭”. 我也就只好啞口無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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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母親帶著年幼的子女,包括我在內,輾轉到了台灣和父親團聚。其餘

的子女則從此失去了父親和母親的庇護。 這些留在大陸的兄姐們都飽受打

擊, 其中二姐和小哥的經歷最具代表性. 

 

當我們全家在 1951 年到達上海後,生活無著。 二姐那時高中尚未畢業. 為

了照顧弟弟妹妹們, 他進入在虹口的一所電工廠擔任技術員。她求學心切,

暇時仍努力閱讀自修,尤其喜歡閱讀和藝術有關的書藉。 1956 年上海製片

廠(上影)公開招考演員。 在眾多的考生中僅錄取男女各一人。 二姐獲得錄

取進入上影。 後來她被分派到由上影分出去的天馬電影製片廠。  進入上

影不久,二姐被派参加了上影演員劇團公映由巴金名著“家春秋”三部曲改

編成的話劇,擔任配角。 其後她参加了好幾部新片的演出。 二姐在上影時

受到許多成名演員的賞識。 二姐曾告訴我們,在那些成名的演員中,上官雲

珠對她最親切,指導照顧她也最多。 可惜這些成名演員隨後都遭受到迫害。 

二姐也受池魚之殃,加上成份不好,工作調動時她總是被派到最不理想的單

位。 1957 年夏天我們離開上海以後不久, 二姐就與上官雲珠等一同被派到

上海郊外農村参加勞動, 然後她被調到江蘇省話劇團, 最後在文革期中她被

下放到揚州柴油機廠擔任女工. 

 

1980 年我們在海外的親人和二姐取得聯系. 那時她已結婚並有了两位聰明

可愛的兒子(附圖 3).。 但不久我們就得到她罹患乳癌的不幸消息。 我隨

即在 1981 年夏天自美國趕往揚州看望。 那時她病情轉劇,醫生巳放棄治療,

要她回家休養。 由於聽到我代表海外親人要到揚州看望,醫院方面才安排了

病房讓二姐繼續住在醫院裡。 我抵達後,院方召集所有曾参與治療的醫生們,

向我簡報治療的過程。 我想信他們在治療上巳盡了心力, 也代表海外親人

向院方和醫生們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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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2010 年 10 月與外甥樂巍(二姐的兒子) 在故鄉南川 2000 多公尺高的金佛山山頂 

 

 

 

那段時間裏,我每天到醫院陪二姐。 她仍能講話， 我們一起回憶兒時的種

種趣事,談談各地親人的近况。 二姐病重時很想再和父母親見一次面, 再當

面叫一聲“爸爸,媽媽”。 她這一個願望,我沒有能幫她達成。 至今想到當

時的情景,仍覺心痛不己。 在和二姐相處的那段日子裡, 我向她傳基督的福

音。 上帝的愛和對永恆的盼望帶給她很大的安慰。 但二姐的病情沒有好轉,

不久就離開了這個世界。 那時她才 40 多歲. 

 

小哥只長我两歲. 我們曾一同就讀於上海江灣路小學,兄弟之情最深。 母親

到台灣後,小哥由二姐照顧並於 1960 年完成高中學業。 那一年全國各高等

院校擴大招生,錄取名額增加很多。 小哥以優異成績自上海的一所重點中學

畢業。 但是在幾乎全班同學都榜上有名的情形下,小哥名落深山。 次年再

考,仍榜上無名。 那時大姐巳自四川大學畢業,並在北京師範任教。 她托人

向高考辦事處打聽。 他們沒有告訴原因,只是要她轉告小哥不要再報考了。 

 

小哥在隨後“自然災害”期中到了揚州。 那時侯二姐一家也常在缺糧狀態, 

所以小哥常挨餓。 多年後,小哥向我說,他能活過那段日子是觀音菩薩救了

他。 我問他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說那時候每户農民家中的牆上都掛著毛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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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像, 並須時常面對此像鞠躬敬禮. 可是晚上很多農民會偷偷換上觀音菩薩

像來拜, 所以觀音像很受歡迎。 小哥也知道膜拜那些用人手繪製的像不能

解决“自然災害”; 不過他為了活命就努力繪製觀音像,並以此向農民換取

少許糧食。 

 

後來眼看實在沒有辦法活下去。 小哥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 在信中他介紹

了自已的家世。 並說父親“巳逃台灣",他不能上大學,又不能找到任何工作

, 己在餓死邊緣。 不久, 揚州地區的一位領導找小哥去談話。 並向他說周

總理日理萬機,這種小事情直接向他們說就可以,何必去打擾總理。 隨後就

派小哥到國營揚州農機工廠工作。 小哥從小在學識和做事能力上都遠遠超

過我。 不幸的是他生活在一個注重家庭成份的社會。 所以他在退休前幾十

年裡唯一曾做過的工作就是農機工廠的工人。   

 

1957 年 8 月 11 日清晨,母親帶了我和兩個妹妹自香港乘船到達台灣,在基隆

碼頭我們見到了分別近 8年的父親和其他親友。但隨後早已等在碼頭的保安

司令部人員很禮貌的和父親打了招呼然後就請母親跟他們去問話。母親在保

安司令部得到很和善的招待, 但他們堅持要母親說出中共究竟交給了她甚麼

任務才准許我們來台。 母親自然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告訴他們。當天晚上直

到總統府祕書長張群親自打電話去表示關切後, 母親才得回家。國共內戰, 

受苦難最多的是夾在其中身不由己的善良老百姓。 

 

母親帶我們抵台後, 中國青年黨同志數百人在台北靜心樂園設宴歡迎。 母

親請父親代筆即席寫了下面一首詩以為紀念: 

 

   十年離亂喜團圓,海外欣瞻祖國天. 一井自投慚不死,萬家俱毀幸能全. 

   思親正值盂蘭節,教子重溫漢曆年. 大陸沉冤君莫問,為防涕淚落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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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親一生遭遇很多憂患。所幸晚年能享安康。 到了台灣以後,他們就沒有

再涉足所愛的故鄉 – 四川南川 (現巳劃歸重慶市)(封面圖及附圖 3). 但

是他們曾多次接受子女邀請到香港,日本,新加坡,美國,加拿大各地小住。 

1984 年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任教, 高齡的父母親相偕來看望我們。 那

時父親已九十高齡。 我去機塲迎接。 當我看到父母親相偕攜手走出機場入

境大廳的那一時刻,一股暖流流過全身,心中充滿著感恩。1986 年分散各地

的子女和海內外親友齊集台北為父母親慶祝結婚六十年 (附圖 4),父親好友

李璜親臨致賀。1993 年子女和親友再度齊集台北為父親晉百歲慶賀, 四代

同堂, 並有包括陳翰珍,黎玉璽,陶伯川在內的多位友人參加了壽宴 (附圖

5)。 

附圖 (4) 1986 年子孫們為父母親慶祝鑽石婚於台北。右圖為中國青年黨主席李璜致賀詞 

 

  

 

附圖 (5) 1993 年父親百歲壽宴於台北。右圖坐在父母親之左為陳翰珍, 右為黎玉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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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8 日 30 曰父親在台北去世,享年 101 歲。 父親去世後舍妹逸君迎養

母親於加拿大東部的柏靈頓市。各地子孫每年都前往團聚. 母親於 2004 年

6 月 26 日在柏靈頓市去世,享年 97 歲。 

 

回頭看去,父母親眾多子女中我可以說是最幸運的一個了–在 1949 年的大動

亂期間我一直在母親身邊, 1957 年又能跟隨母親到台灣和父親重逢。  

 

到了台灣後我被分發進入台北建國中學就讀。 先去拜見賀翔新校長。 賀校

長非常親切地接見我。 他仔細地聽我敍說了求學的經歷, 然後向我說:“你

剛在匪區唸完初一, 建中程度高, 你最好從初一再唸起” 。 我請求賀校長

給我一個機會. 讓我先在初二唸一學期. 若跟不上進度再留級。 賀校長答

應了我的請求。  台北建國中學的初中課程, 無論在內容和進度上都與上海

新滬中學很不一樣。尢其是歷史課, 課本上對於歷代發生的重大事件幾乎都

作相反的評述,我必須努力調整以前所學才不致於犯大錯。 一學期後我僥倖

的在班上名列前茅,消除了留級之憂。 两年後我参加台北市五所省立高中的

聯合招生考試,以高分考回建中。 1962 年高中畢業參加大專聯考,很幸運得

以考入國立台灣大學農業工程系水利組。 我很早就有從事水利事業的志向, 

當時農工系內有好多位優秀的教授, 他們學養深厚. 而且都曾在大陸及台灣

主持過大型土木和水利工程。他們在教學中能將理論和實際作最佳的配合, 

因此台大四年我唸得很愉快。 

 

當時所有的男性大專畢業生都須服兵役; 先接受入伍訓練和分科教育, 然後

入部隊擔任少尉預備軍官。我在大學畢業後, 應召進入憲兵部隊服兵役。 

自軍中退伍後,取得密西西比大學助教獎學金來到美國,攻讀水資源和環境工

程, 並先後在密西西比大學和康乃爾大學完成碩士和博士學業。我感謝密西

西比大學提供了我來美深造的機會。 我更感謝密西西比大學在我完成碩士

學位的 40 年後邀請我回校,頒給我 2009 年度的傑出校友獎 (附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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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 2009 年 4 日 16 日在密西西比大學接受傑出校友獎,並在頒獎典禮上致詞 

 

     

 

在台灣,我在父母親和多位良師恂恂教導下成長。另外又結交了很多可以切

瑳琢磨的好友, 讓我能打下此後幾十年工程和學術生涯的基礎。 更幸運的

是,在台灣這十年中,我結識了內人王廸耐。 我們本是鄰居,當年常一同趕搭

小火車自台北近郊的新店到市內上學。 青梅竹馬,終在两家父母親和眾親友

的祝福下結為夫婦。 現在我和廸耐已升入祖父母級,並已歡慶了結婚 40 年

記念。 

 

我前後只在台灣生活了 10 年 (1957~1967) 。 但是這 10 年是我一生中的黃

金歲月,存有許多美好的回憶, 尤其是台灣的山地。  大一暑假我和台大幾

十位同學一同前往南投縣叢山峻嶺中的台大實驗林場實習, 在實驗林場 5個

營林區之一的合社林區工作生活了兩個多月。 在合社林區內抬頭就可以遠

眺台灣的第一高峰玉山。  台灣第一大河濁水溪的支流陳有蘭溪流經林區, 

河水清澈見底。  大二暑假我又到了山地。 這次是參加台灣省公路局的工

程實習,被分發到正在施工中的北部橫貫公路第三工務段。 北部橫貫公路貫

穿桃園縣和宜蘭縣之間的雪山山脈北端。 當時公路分成四個工務段由榮民

弟兄全面趕工。 第三工務段負責自桃園大溪角板山沿著大漢溪河谷的築路

工程,位於北部橫貫公路全綫的最高處, 沿線風景秀麗。 每周輪休的那一天

我就和幾位年青同事到附近爬山, 享受古木參天的美麗山景。 大三暑假到

了中部成功嶺上接受預備軍官的入伍基本訓練。  在赤日炎炎下的成功嶺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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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操練, 又給於我另一種美好的山野經驗。 更巧的是在我台大畢業服預備

軍官兵役時又被分發到位於北部橫貫公路起點的大溪三峽憲兵隊。 我和台

灣的山地實在是很有緣分。  

 

來到美國已匆匆 40 多寒暑,在夏威夷大學任教也已逾 30 年。父母親仍在世

的那些年中,我常回台灣和他們團聚。其間台灣各公私機構多次邀請我回國

擔任短期咨詢和顧問, 讓我有機會參加淡水河污染整治, 高雄地區土壤污染

調查, 翡翠水庫水質維謢, 澎湖風力推動的海水淡化系統開發, 花東外海深

層海水資源開發利用等各項工作。我在夏威夷大學每 6年 1次的安息年假也

大部份都在台灣渡過–先後 3次在台灣大學農業工程系水利組(現改名為生

物環境系統工程系)和環境工程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 每次從事大約半年的

教學研究工作(附圖 7)。 

 

附圖 (7) 2002 年在台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系任客座教授時與學生合影 

 

 

 

我因著旅游及講學開會之便, 到過世界各處。但若論山水之美,人物之親, 

我總覺得世界上任何幽勝美地都比不過我心裡的故鄉。親愛的父母親如今已

長眠於台北近郊的墓園; 相隔數千里外的南川金佛山下則是劉氏一族的故居

。海峽兩岸都是我的故鄉, 是我魂繫夢牽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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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前後, 兩百多萬軍民隨國府遷居台灣, 造成了一代新台灣人。這是中

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中又一次的大遷徙。過去六十多年中新舊移民拼手抵足,

共同在這寶島上創造出繁榮興盛的新局面, 其中風雲際會,成敗得失就留待

我們的後代子孫來判斷吧。 

 

後語 

童年時在大陸那一段失落的歲月,多年後逐漸從我的記憶中消退。不過其中

一些零星片斷, 有時仍會湧上我的腦際而且似乎記憶猶新。 1949 年年底父

親單身赴台。 對於深愛我的父親“已逃台灣”這件事, 當年我的小腦袋完

全不能理解,也拒絕接受。 我記得在父親走後,我曾好幾次獨自偷偷地溜到

住家成都青石橋附近的四川省政府,久久地等在那兒, 並定睛從大門往裡

看。 我深切地盼望父親能從裡面出來,而我也能像往昔一樣,叫著爸爸,跑着

迎上去。 

 

六十年過去了,江山自非依舊,而人事更是全非。 年前我應四川大學邀請去

該校作短期講學。 回到小時候舊遊之地的成都,興奮莫名;鄉音,鄉談更覺無

比的親切。 有空閒時,我就請學生陪我到青石橋一帶逛逛。 我更會請他們

讓我在仍座落於青石橋原址的四川省政府大門前,多停留一會, 讓我能定睛

向裡面多看看。 我內心深處的感受,他們很難理解。 往事已矣,來者可追。 

我深願有一天海峽兩岸以及海外各地中國人的心中都只有愛,沒有恨; 而且

都能理解並尊重彼此內心的感受。 想來那一天就是中華民族真正大團圓的

時候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